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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建设的社区参与现状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李惠梅1，王诗涵1，李荣杰1，任明迅2

（1. 青海民族大学 生态环境与资源学院，西宁 810007; 2. 海南大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海口 570228）

摘    要： 社区参与是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协调发展的重要途。为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

参与行为现状，给青海省的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为对象，以社区牧

户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认知及参与意愿调研为基础，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现状及问题。结果表

明：1）受环保宣传和藏族生态文化的影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的生态保护意识较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应

该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并重以体现国家公园完整性保护；2）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的参与行为不完全符合理

性经济人假设，更多的是受传统生态文化影响下的一种归属感和地方依恋感所致，也体现出社区参与利他性

和互助性的特点；3) 牧户的社区参与行为与保护意愿并不相匹配，折射出社区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不协调；

4）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度不高，多为象征性参与或假性参与。应该完善社区共管机制，构建政府、市场

与全社会的多元化参与路径，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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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保护地社区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一直是

国家公园的建设理念。国家公园不但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许多依赖自然资源得

以生存的当地居民也至关重要[1]。张婧雅等[2] 认

为，社区应享有平等的知情权和公平的对话平

台。近几年，学者们逐渐聚焦于从国外国家公园

的比较和经验借鉴方面研究我国国家公园的体制

建设及其社区参与研究：闫水玉等[3] 结合国外国家

公园体系中社区参与制度的经验，并基于集体选

择理论，从制定和执行 2 个阶段，提出了中国国家

公园管理体系中 7 条社区参与制度设计原则。田

世政和杨桂华等[4] 基于国际经验与案例，从我国国

家公园的构建体系方法和发展路径出发，总结出

适合我国生态保护现状的建设方案； 肖练练等[5]

对国外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阐述，并

总结了国外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也有众多学

者以个案为例开始探讨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机

制，如高媛[6] 以呼伦贝尔国家公园为例探讨协调机

制并关注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张玉钧等[7] 以仙居国

家公园为例，在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

社区参与机制；徐宁蔚等[8] 以普达措国家公园为

例，研究其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差异及均衡机制；

苏海红等[9]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探讨国家公园

社区参与共建机制及路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

入，学者们对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研究也从社区

利益相关者开始向冲突研究转变。高燕等 [10] 认

为，社区参与正是解决生态保护与居民关系的钥

匙。赵翔等[11]认为，应该明确生态管理公益岗位的

定位，以协调国家公园建设中生态保护与当地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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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冲突和发展问题。陈莉等 [12] 的研究表明，

2008 年加拿大国家公园开始建立原住居民参与国

家公园规划和管理的框架，并在经济层面与原住

居民展开更多切实的合作。越来越多的学者认

为，国家公园的建设，不仅应该关注生态保护，更

应该通过社区的参与促进生态保护。国家公园建

设管理必须要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传承[13]，国家公园兼具保护地、生活社区和

生产社区三重功能，社区作为国家公园文化景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国家

公园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4]。国家公园的扩建

使得社区资源所有权属性发生了变化，生计资源

受遭受损失，国家公园的建设要考虑到居民的生

计问题[15]。由于三江源民族牧户受教育程度较低

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民族牧户对自然资源的

依赖程度较高，居民寻求替代生计的能力也非常

有限。因此，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面临的最大挑

战之一，依然来自于如何处理和协调与生态保护

与原住居民的关系，而社区参与正是协调生态保

护与周边区域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钥匙[10]。自然

保护地周边社区居民对保护地的态度是影响社区

参与保护与实现保护地管理目标的主要因素，居

民对建立自然保护地的积极的态度能够促进社区

参与保护地管理,从而减少冲突与改善自然保护地

管理成效[16]。李爽[17] 认为，社区居民支持国家公

园建立的主要驱动力是获得更多经济利益，李惠

梅等[18] 的研究表明，社区居民的生计和福祉会影

响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参与意愿。研究国家公园

建设中生态保护与社区共同发展，尊重国家公园

原住民的诉求，让原住民适度的生产发展促进社

区的发展，又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生态保护

与社区均衡发展的重要前提[11]。但对国家公园社

区中牧民的生计问题和参与意愿等的研究还鲜见

报道。因此，笔者以国家公园社区牧民参与现状、

态度及行为意愿等为切入点，构建了三江源国家

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的运行机制，旨在为青海省

的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概况    2020 年底，三江

源国家公园全面通过验收。截至 2021−10−21，三
江源国家公园保护面积为 19.07 万 km2。根据国

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统计的数据[19]（以下数据

均同）， 2017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共有 12 个

乡镇、53 个行政村，牧民 19 109 户、2 074 人，人口

密度为 0.585 4 人/km2，地广人稀。分布形式上，主

要以行政村为基础，沿道路和集镇定居，聚落和散

居户共同组成管理单元。总体上牧民居住仍较为

分散，聚落程度较低、规模较小，呈现大散居、小聚

居的分布特点。2016 年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时，

贫困人口达 19 779 人，公园内社区贫困程度化较

高，贫困户约为 40%，收入来源多为补助和畜牧

业，脱贫难度大[19]。

2018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7 810 元，分别占青海省平均水平的 75%
和全国平均水平的 53%。长江园区社区涉及治多

县索加乡、扎河乡呵曲麻莱县曲玛河乡、叶格乡

等 15 个乡，总户数 8 431 户，贫困户 4 034 户，占

总户数的 47.8%，贫困人口密度为 0.86 人/km2，在

3 个园区中，长江园区人均收入最高，为 4 759 元/人。

黄河源社区涉及玛多县黄河乡、扎陵湖乡和玛查

理镇等 19 个行政村，总户数 8 555，贫困户 3 449，
占总户数的 40.3%，贫困人口密度为 0.77 人/km2，

人均收入为 9 148 元/人，其中，扎陵湖的人均收入

为 16 743 元，是玛查理镇和黄河乡人均收入的

3 倍。澜沧江源社区涉及杂多县莫云、查旦、扎

青、阿多和昂塞 5 个乡，19 个行政村。因海拔较高

社区户数相对较少，总户数 2 123 户，贫困户 937 户，

占总户数的 44.1%，贫困人口密度为 0.141 人/km2，

人均收入为 5 888 元/人（图 1）[19]。

根据笔者 2021 年 7−8 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

社区的调查数据，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的收

入来源多为各种政策性补助和放牧 (图 2)。传统

畜牧业及其副业和一些采集收入仍然是三江源国

家公园社区牧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约占牧户总收

入的 24.7%；虫草的收入虽是社区牧户主要收入之

一，但虫草收入因受气候和市场价格的影响具有

不稳定性，故在本研究中按照平均值和较小值进

行衡量，故在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不高。社区参

与的收入在国家公园社区牧户中所占比例不高，

约为 49.92%，但近几年显著增加。社区参与中生

态管护和生态补偿等扶贫类的参与收益作为脱贫

保障，在牧户收入中约占 25.04%。如特许经营和

生态体验等收益性项目在试点区域虽然收入较

高，有代替传统的生计趋势，但一方面因疫情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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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收入受影响，另一方面因参与者群体在三江源

国家中所占比例较小，故对整体收入的影响不明

显。社区因地域偏僻性和牧户的文化教育水平受

限，生计能力有限，使牧户的打工收入在整体收入

占比不高，也制约了牧户社区参与的收入水平和

可能性。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调查、深度访

谈、问卷调研和案例研究等 4 种研究方法。通过

文献调研搜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规划、社区资料

及其公园建设方案，并选择了黄河源区的扎陵湖

乡、长江园区的红旗村及澜沧江园区的昂赛乡等

作为典型案例展开深入分析。在 2021 年 7−8 月

展开实地调研，与当地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

员一起进行深度及半结构式访谈，主要围绕国家

公园社区参与的现状、问题及建议进行访谈和开

放式提问。与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针对

社区参与的引导、帮助和监督情况进行访谈；针对

典型案例的牧民进行问卷调研，问卷主要包括

3 个方面：牧户的基本信息、对国家公园的认知及

态度、社区参与行为及其问题和建议等。问卷采

用李克特量表法进行度量，回答“非常赞同/满意”

的赋 5 分，“不同意”的赋 1 分。本次调研，在扎陵

湖乡发放问卷 25 份，当场回收有效问卷 19 份，有

效率为 76%；红旗乡发放问卷 18 份，当场回收有

效问卷 13 份，有效率为 72%；昂赛乡发放问卷

20 份，当场回收有效问卷 15 份，有效率为 75%。

本次调研在放牧季，中年男性劳动力去夏季草场

放牧的较多，难得的出现了较多女性样本。样本

中 95% 为藏族，男女比例为 73.4∶26.6；年龄方面

跨度较大，学生群体（9～25 岁）和老年群体（50 岁

以上）占主体。文化程度中，小学、初中、高中、中

专、大学的群体明显增加，占 63.2%。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认知及现状
 

2.1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参与意愿    居民

的社区参与意识与态度是居民主人翁精神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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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贫困情况

 

 

社区参与
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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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 生态管护生态补偿 生态体验 
图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收入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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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是对社区活动和公共事务的高度社会责任

感的集中体现，也可考察对社区工作的认可程

度。调查结果表明（表 1），三江源国家社区参与的

意愿较高，62% 的牧户都愿意参与社区保护，受传

统藏族生态文化的影响和环保政策的宣传，认为

应该共同保护和建设自己的家园，并且近几年保

护好生态国家有补偿。约 11% 的牧户有参与意

愿，但是认为参与事务太复杂，不太懂。只有近

11% 的牧户不愿意参与，一些牧户认为，社区参与

只是让他们投票，流于形式，并没有解决他们关心

的问题也没有为他们带来福利；另一部分牧户多

是老年牧户，家中放牧任务较重，不愿意参与。从

愿意参与社区保护的原因上看，三江源国家公园

的主人翁精神和公民意识非常强烈，约 15% 的牧

民认为这是他们的国家公园，参与公共事务的管

理是他们政治权利的体现，是国家对牧户的尊重，

所以非常愿意参与国家公园社区建设与管理。约

13% 的牧户是出于从众心理和随大流而参与社区

保护。近 27% 的牧户参与社区管理，是因为社区

和当地的公益组织往往有一些防熊知识和技巧，

通过参与社区事务，可以试验和联合防熊，共同维

护当地的安全；约 36% 的牧户对社区管理和发展

较为认同，希望通过特许经营生态体验等方式，发

挥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优势，既可以互助放牧，又

能形成规模化经营和借助销售网络和渠道，并且

年底可以参与分红，在生态保护的同时发展社区。
 
 

表 1    三江源国家公园牧民参与社区的意愿及原因

牧民参与社区的意愿 比例/% 牧民社区参与的原因 比例/%

保护我们的家园，有补偿 62.0 牧民基本权利的体现 15.0

流于形式，无实际意义 3.8 个人兴趣 9.0

参与事务太复杂，不太懂 11.0 从众心理 13.0

政府的事情 9.0 可以一起联合防熊 27.0

要放牧，没有时间、精力 6.2 一起互助放牧 14.0

与原始生计冲突 8.0 可以获益，对社区满意 22.0
 
 

参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参与行为[20]，三

江源国家公园的牧户参与意识逐渐高涨，参与形

式逐渐从投票、举手表决等形式化参与逐渐演变

为牧户积极主动献言献策，参与行为也趋向于咨

询和共管等纵深式发展。但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

参与行为与其参与意愿不成正比，参与率远小于

参与意愿中的行为预期。生态管护员、生态补偿、

人兽冲突保险等保障性方式的参与率为 100%，其

他社区的参与率均不高，反映出社区不能调动牧

户参与行为的积极性。从表 1 可知，牧民社区参

与约占 40%，原因是可以一起联合防熊和互助放

牧，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结合，逐渐体现出利

他性质和互助的趋向。据当地社区管理人员介

绍，因国外的很多防熊知识并不适用于三江源国

家公园的管理，很多防熊策略都是牧户讨论形成

的，社区组织往往是在牧民的建议上不停地试验

和改良后形成的。昂赛的生态体验模式是在山水

组织的帮助下设计完成，牧户之间经常互助提供

基础设施、提供向导或者生态体验点等完成生态

体验等工作。近３年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的数量

增加，导致鼠兔、野驴与岩羊等野生动物与草原牛

羊竞争草的局面和野生动物伤人事件，使牧户的

生计与国家公园的保护相冲突、而补偿未能完全

弥补牧户的福祉损失，使牧户社区参与成本和风

险增加增加，基于风险损失厌恶为抵御风险而选

择互助的参与方式。这反映出三江源生态保护与

社区发展未能充分协调，人地和谐的矛盾依然存

在，因此，社区共建及促进社区发展而提高社区福

祉是重要途径。 

2.2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现状    以社区为

主体的生态保护的概念兴起，并逐渐成为自然资

源保护的主流范式之一。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保

护与社区发展相结合，通过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自

然教育、生态体验、人兽冲突保险、特许经营、生

态补偿等方式减少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并增加经济机会以减少自然保护和社区之间的利

益冲突，促进保护目标的达成[21]。但社区参与的程

度和覆盖率、参与主体、参与模式等均随参与方式

略有不同 (表 2)。 

2.2.1   生态管护　 三江源国家公园按照《三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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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公益岗位管理办法（试行),按
照“一户一岗”设置了 17 211 名生态管护员，参与

率为 100%，参与率最高，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按户

全面覆盖。政府每月给管护员发放 1 200～1 800
元工资，管护员负责生态监测、巡护和清洁等工

作。生态管护与扶贫相结合按每户一岗设置，保

障了牧户的基本生活需求。牧户通过培训后管护

员基本能胜任，故参与度高，相比较与其他社区参

与方式满意度也最高。 

2.2.2   自然教育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环境教育工

作，由青海省环境教育协会和基层政府联合在曲

麻莱、隆宝湿地的小学开展自然教育系列课程和

活动为主体，由环保组织和政府的一些环境保护

培训为辅，同时当地的环保本土人士和寺庙的一

些环保理念传输为补充。社区牧户总体上对环境

教育的参与意愿和热情较高 83%，但普及率不

高。中老年牧户往往因语言和文化教育水平限制

而属于被动性参与，小学生群体和中青年的参与

意愿较高。 

2.2.3   生态体验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体验由

政府出台管理办法，在非政府组织（NGO）帮助和

组织下，一些由条件的牧户开展向导和体验服

务。因受疫情影响，黄河园区和长江园区并未实

质展开，笔者以澜沧江园区的昂赛为案例。在杂

多县政府、山水自然等组织机构的引导、支持下，

澜沧江源园区 2016—2018 年连续 3 年举办“自然

观察节”，引导牧民参与其中。2016 年，15 名经过

培训的牧民成为自然向导，每天获得 500 元的个

人收益。2017年，18 位经过培训的牧民，在自然观

察节中每位牧民共获得 2 000 元的收入。规模在

不断扩大，收益在不断提高。昂赛乡 23 户家庭自

2020 年 4 月 10 日起，接待访客 30 批 600 人次，运

行收入 100 万元，其中 40 万用于牧户分红，60 万

用于合作社发展和购买养老保险。该参与方式牧

户进行生态保护并获益，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依

赖性和利用，充分考虑了集体、牧民（参与经营和

非经营的）的利益均衡问题参与特许经营和生态

体验的牧民获得 45% 的收益，其他牧民因为也是

公共自然资源的提供者，同时获得 45% 的收益；而

村集体获得 10% 的收益，用于管理和保护当地的

生态环境和资源，维护当地的一些涉基础设施建

设，以合作社运营反哺社区，取得了良好效果。牧

户的参与意愿较高，参与过程中体验内容、体验服

务及标准、收益分红等均由牧民全程参与，属于真

正的实质性参与，也是当地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双赢的

典范。 

2.2.4   人兽冲突保险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

效益明显，生物多样性明显提升，而人兽冲突也随

之上升。为将牧民的损失降低，由政府出面，牧户

购买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保险，由保险公司理赔。

该社区参与方式公园内面参与、全面覆盖，一定程

度上可以缓解当地牧户对野生动物的敌视或者报

复性猎杀，促进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但因理赔程序复杂和赔偿标准较低，牧户的参与

意愿和热情并不高。 

2.2.5   特许经营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模

式，由畜牧局和政府成立企业并经营，社区牧户以

草场和牛羊入股生态畜牧合作社，由政府经营，牧

户年底参加收益分红。有的合作社也形成合作

制，即收购牧民的牛羊肉、酸奶等产品，由合作社

进行销售，形成公私合营的模式。三江源国家公

园内已组建 48 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其中入

 
表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现状

生态管护 环境教育 生态体验 人兽冲突 特许经营 生态补偿

参与率/% 100 10 1.41 100 37.2 97

参与主体 政府+牧户 政府+环境教育
组织+学校+牧户

政府+公益
组织+牧户

政府+保险
公司+牧户

政府+合作社+
牧户

政府+牧户

参与内容 环境服务 社区服务 经济参与、
文化服务

经济参与 经济参与 环境服务

参与模式 指令式 咨询式 反哺社区的
激励模式

协议式 公私合作生产的
互动式

指令式、协议保护

参与程度 象征性参与 象征性参与 真正参与 假性参与 真正参与 假性参与

受益群体 牧民、游客 学生 牧户、社区 牧户 牧户、社区、 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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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户数 6 245 户，占园区内总户数的 37.19%[22]。

黄河园区的扎陵湖乡生态畜牧合作社、长江源园

区曲麻莱县叶格乡和红旗村畜牧业合作社均以牛

羊肉、酸奶和牛羊绒的生产销售为主，未形成更深

的产业链，受季节和地域限制等原因，供给能力有

限；销售也以当地销售为主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占

比较低，品牌效应更是没有体现，特许经营的收益

不高，每年牧户的分红也呈现出不稳定，收益分配

比例不明确，社区整体经营能力不够而带动效应

有限，致使牧户的参与热情不高，约 8%～ 9%
的牧户因家庭劳动力有限选择退出合作社。 

2.2.6   生态补偿　 三江源国家公园二期生态补偿

参与率较高，达 97% 以上，部分无草场（包括分户）

牧户、外来户及去城市工作的牧户没有参与。按

照 2017《三江源国家公园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实施方案》实施，对草蓄平衡和禁牧的牧户分

别按 37.5 元/hm2 和 57～79.5 元/hm2 的标准补偿，

属于保底性补偿，激励性补偿的标准和机制尚待

建立。 

2.3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特点及问题     

2.3.1    参与主体众多，但仍以政府为主导，以

NGO等组织为依托主体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

参与主体，主要是各利益相关群体，包括国家公园

管理机构、非营利的公益组织、本土环保组织、原

住牧民、寺庙等。各个利益相关者中，政府起着主

导作用，社区居民是社区发展的主体，非政府组织

起着桥梁的作用，寺庙是重要的影响主体。三江

源国家公园有诸多社区非盈利组织参与，是三江

源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力量，如世界自然基金会、

北大山水、阿拉善基金会（SEE）等，这些组织在生

态环保领域往往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非常专业化

的知识和经验，如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协助、监督

及协调管理机构（地方政府）、企业、公众和牧民，

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体制建设、自然教育示范和

野生动植物的检测技术支持、社区传统生态文化

保护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管理建议，改善

了当地政府在社区引导过程中的不足，提升了当

地社区的生态保护能力和参与程度。在当地的民

间环保组织带领下，展开的水源祭祀、巡护等也是

社区参与的重要补充。寺庙是重要的影响主体,许
多高僧和活佛对当地的社会影响非常重要和广

泛，他们拥有着专业知识，也经常参政和决策咨

询，往往对当地许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和影响力。当地的寺庙及高僧拥有广泛的信徒，

往往成为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但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中对此重视不足。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属于政府主导式

的社区参与，政府往往都是参与的发起者和组织

者，参与的形式主要由政府决定，政府具有绝对的

控制权和领导权，牧民和公众往往都是在政府的

宣传下被动参与和浅表参与，牧民关注权利较多，

而对发挥责任意识和公共事务的参与率不高，参

与程度有限。 

2.3.2   对环境问题关注度高，但参与深度与广度

不够　 笔者的调研数据表明，三江源国家公园因

近几年的生态保护政策宣传和社区的生态文化共

同影响下，牧户的生态保护意识较高（图 3）。
89% 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都有生态保护意

愿，但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不平衡。96% 以上牧

民了解国家公园、环境退化及草原补偿的概念和

相关政策，92% 牧民有生态管护的参与行为，其

中，约有 88% 的牧民有自发拣拾垃圾的行为，约

21% 的牧户参加过野生动物救助，13% 左右的牧

民参加过环境志愿者，约 9% 的牧户参加过生态监

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社区牧户对与密切相关的

生态问题关注度较高，但参与深度不够，牧民对捡

拾垃圾和参加环境教育等简单的环境保护活动参

与度较高，但诸如当地相关保护规划的制定、保护

区界限等更深度的参与有限。
  

参与行为

社区管理

政治参与

生态监测

环境志愿者

动物救助

捡拾垃圾

政策认知

保护意愿

0 20 40 60 80 100 120

百分比/%

图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牧民社区参与度
 

根据谢里.安斯坦的“公众参与阶梯”理论，村

民参与的程度从低到高分为 3 个层次，即为非参

与、象征性参与和实质性参与[23]。三江源国家公

园的社区参与通常是 1 种工具性参与模式，如覆

盖面最广泛的生态管护员、生态补偿、人兽冲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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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环境教育等参与，均为政府制定好规划方案、

补偿标准、保险金及补偿标准，村民被动接受。这

实质上是最低程度的参与，即社区参与往往只是

机构为社区宣传和输入一些保护知识和理念，目

的是倡导当地社区能更多地支持和参与保护项目

的完成[24 − 25]。在此过程中，当地的机构往往只是

将社区参与看作目标，通过告知和宣传环保政策，

希望牧民能牺牲自然资源的利用而参与生态环

保，但是给予的经济补偿较少，且较少地顾及和考

虑当地牧民的各种利益，故社区参与仍然停留在

象征性参与和服从阶段，牧民通常只是被迫接受

社区的决策（如移民），仅仅是在生态保护的方式或

采用的手段、实施周期等方面进行象征性的讨论

参与，参与信息流动基本上是从政府机构向村民

的单向流动，村民缺乏反馈的渠道和谈判的权力，

属于象征性的参与。一些澜沧江园区的生态体验

和特许经营项目，在山水保护组织的指导和帮助

下，通过社区利益群体的讨论，实施利益分红，社

区参与正在向实质性参与模式转变，但因试点群

体较小，尚未形成广泛的影响和示范效应。 

2.3.3   参与机制有待优化　 社区共管（CBCM）是

指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

标，社区共同参与保护区保护管理方案的决策、实

施和评估的过程。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注重的是

绿色发展与社区利益的协调[26],民主协商式的社区

共管机制[6]。2017 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也明确

提出了“建立社区共管机制”的要求。三江源国家

公园是社区生态保护参与机制是中央政府主导下

的多方主体共建的民主协商式社区共管机制。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模式基本上是一种

指令式+咨询式。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通过行政指

令或聘用牧民（生态管护员）开展生态保护任务，这

种政府主导型的社区项目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专

项经费；在一些管理事务中，如防熊设施及生态体

验的模式和线路设计等方面，咨询当地的环保组

织和一些学者专家，具有咨询式的特点。昂赛的

生态体验模式是杂多县政府出资引导，山水组织

指导帮助下的利益共享模式，示范户牧户、未参与

经营的牧户和社区共同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分享

利益。对于 NGO 组织协调的这种社区参与模式，

往往以项目的形式展开，资金通过项目筹集，随着

项目的结束和 NGO 组织的离开，资金保障和项目

的持续性都将存在极大的风险。如三江源民间环

保组织主导下的甘达水源地保护是社区自治型保

护模式，缺乏专项资金保障和政府支持，极容易受

到外界利益的诱惑，表现出不稳定和不可持续

性。三江源国家公园这种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

导致保护区管理机构与社区缺乏良性的沟通和协

商机制，开展的社区共管大多是用短期的经济利

益如分红或者资金发放等以交换社区的保护行

动，很难从根本上将社区从自然资源的“破坏者”

转变为“守护者”。 

3    讨　论
 

3.1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的生态保护认知

性较高，环保意识也较高    研究表明，当地牧户

的生态保护认知性和环保意识较高的原因有二：

一是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部门的政策宣传和生

态保护实践影响的响应，二是受当地传统藏族生

态文化的影响。与赵翔等[11] 的研究结论一致。三

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的牧户一直有着诸多的传统生

态保护习俗和行为，如自发地捡拾垃圾、清洁水

源、救助和喂养野生动物等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

并没有获取任何的补偿；牧户参与草原禁牧和草

蓄平衡及生态管护的补偿和工资并不能完全弥补

牧户的实际福利损失，经济补偿更多的是一种参

与生态保护的激励和保障；参与特许经营、生态体

验等方式是牧户在国家公园建设下生态保护与社

区发展共赢的一种选择，揭示出三江源国家公园

社区生态保护行为不完全符合理性经济人的驱

动，而是与传统生态文化和环保政策宣传共同影

响下的结果。该结论与杨金娜[14] 认为三江源国家

公园社区参与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看法不同。注

重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引导，挖掘三江源藏族的生

态文化理念中符合时代要求的古老智慧，并将其

进行理论总结和升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起来，赋予传统思想现代

的观念，促进当地社区民众生态理念的培育使其

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共建社区文化

引导社区参与，既有益于推动国家公园保护，也是

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切入点。 

3.2    三江源国家公园牧户的社区参与行为首要

动机是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这表明三江源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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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牧户的社区参与行为不仅仅是理性经济人，而

更多的是受传统生态文化影响下的一种归属感和

地方依恋感体现，这与李惠梅[18] 的三江源生态保

护行为机制研究结果相同，也与程绍文等[27] 认为

的神龙架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是受地方依恋感影

响的结论一致。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行为表

现出利他性和互助的趋势与特点。三江源国家公

园社区牧民多为藏族，有着共同的社会习俗、生活

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归属感较强。因地缘和血

缘关系社区之间、社区牧户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社

会关系，社区牧户之间一直有互助合作的传统，在

共同抵御风险的需求下表现出了社区强的凝聚力

和参与行为的一致性和互助性。国家公园社区及

其文化也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保护

应该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并重。在关注保护造成的

直接成本收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保护中的其他

利益，包括文化传承、宗教信仰等[28]。三江源国家

公园的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原真

性为基础，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在长期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已经成为当地生态系统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尊重当地的自然生态文化和传

统自然资源利用中人地和谐的理念，合理保护其

生活方式也是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及健康的一种

措施。 

3.3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的参与行为与保

护意愿不相匹配    除了扶贫任务和具有保障性质

的生态管护员和生态补偿的参与率为 100%（按

户）外，其他社区参与的参与率均不高，反映出社

区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不协调。三江源国家公

园在生态系统的“最严格保护”实施中倾向于生态

保护而忽略或者不重视社区的发展，国家公园“全

民公益性”的建设理念的理解还不透彻，认为国家

公园保护一定要限制止和取代传统生计，使社区

牧户生计结构和经济收入受到冲击，导致牧户参

与生态保护的成本和风险激增。生态补偿不到位

且模式单一，牧户参与社区保护的保障机制不完

全，牧户受文化和个人能力限制，改变生计方式的

能力不够，参与社区发展以改善福祉损失的效益

不高，加之社区参与机制不完善，参与渠道不畅通

致使牧户的社区参与行为因顾虑重重而受阻。尊

重传统生计方式，合理和适度的发展生计以不牺

牲社区利益，才有可能调动社区生态保护积极性，

有利于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保护目标。 

3.4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度不高，为象征

性参与或假性参与    唐文跃等[29] 认为，社区参与

强度的加强取决于社区是否在核心管理层享有

“话语权 ”，摆脱象征性参与的局面。应积极引导

社区牧民群众全程参与[9]，保障社区对发展决策和

相关事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建立社区居民意见

采纳和反馈机制，引导社区参与重大事项决策；通

过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增权，加强社区

参与效能是必要性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是政

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共管机制。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其非营利性、公

益性以及志愿性和国家公园的管理理念一致，构

成了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30]。机

制创新是协调保护与关系中的重要突破点，但在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机制中，制度是过于

倚重政府主导下的社区保护（诸如政府保障基础设

施建设、补偿、公益管护岗位、特许经营），为完成

脱贫任务和生态保护目标，没有注重社区的发展；

在操作层面上不敢放权于基层社区和牧民，轻视

了非政府组织的桥梁作用，没有利用好三江源国

家公园特色的有益因素—寺庙和宗教文化影响下

的民间组织助推作用。只有将社区参与当成手

段，才能充分地尊重和维护当地人群的利益，通过

各当地的牧民授权和合作，才会实现社区的真正

参与，才能实现政府主导模式向居民模式的参与

治理转变，民众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人，牧民的参与

积极性和参与程度才能提高，利益主体通过民主

协商讨论和治理公共事务。 

4    结束语

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应坚持国家所有、全民共

享原则，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完善举报制度和权利

保障机制，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以不

断扩大影响力和受众面；以多元化的路径为基础，

通过生态产品市场化和品牌经营等市场路径形成

替代生计，以降低社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构

筑全社会参与体系，推动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国

家公园生态保护，使各利益主体协调参与到自然

资源管理中,形成“地方政府—社区共管委员会—
社区居民”协同治理模式；让社区认同国家公园自

然保护的目标, 尊重和引导特色文化，重视社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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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福祉，健全多元化的补偿机制，提升社区参

与的能力并分享管理的收益, 切实发挥社区共管

社会效能，以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可持续保护

与发展。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调研时间是游

牧季节，导致样本的覆盖面不足，缺少了许多去夏

窝子牧户的调查样本；二是调研的样本数太小，故

缺失了对社区牧户认知与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的定量分析；三是受疫情影响，三江源国家公园内

许多地区的社区参与工作没有开展，收集的数据

有限，没有展开园区内 3 个园区的比较研究。今

后将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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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LI Huimei1,   WANG Shihan1,   LI Rongjie1,   REN Mingxun2

（1. Colleg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07;
2. Colleg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228, China）

Abstract：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a key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mmunity in national parks. Herdsman’s cognition of and participatory willingness for protection of national
parks  a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  survey  was  made  of  the
cognition of and the participatory willingness of the herdsmen in the communities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based on whic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were analyzed.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erdsmen in the communities have
a high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blicity  and  Tibetan  ecological  culture.  The  herdsman ’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economic  man’,  but  also  due  to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local  attach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and  it  also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truism  and  mutual  aid.
Herdsman’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s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willingness of the herdsmen to protect
the  natural  park,  tha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communit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Herdsman’s  participation is  not  so high in  the communities,  with symbolic  or  fake
participation. It is therefore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 co-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build a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path to include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whole society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Keywords：national park；Sanjiangyuan；community participation；participation behavior

(责任编委：谭正洪　责任编辑：潘学峰)

194 热 带 生 物 学 报 2022 年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概况
	1.2 研究方法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认知及现状
	2.1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参与意愿
	2.2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现状
	2.2.1 生态管护
	2.2.2 自然教育
	2.2.3 生态体验
	2.2.4 人兽冲突保险
	2.2.5 特许经营
	2.2.6 生态补偿

	2.3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特点及问题
	2.3.1 参与主体众多，但仍以政府为主导，以NGO等组织为依托主体
	2.3.2 对环境问题关注度高，但参与深度与广度不够
	2.3.3 参与机制有待优化


	3 讨　论
	3.1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的生态保护认知性较高，环保意识也较高
	3.2 三江源国家公园牧户的社区参与行为首要动机是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3.3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的参与行为与保护意愿不相匹配
	3.4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度不高，为象征性参与或假性参与

	4 结束语

